供应链层级与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研究
——来自我国整车企业供应网络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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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聚焦于汽车产业供应链中，供应商所处位置对其参与整车企业新产品开发程度的作用方式，通过对广东省某整车企业的50家供应商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供应商在供应链上的位置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整车企业新产品开发的水平，即供应商越靠近供应链下游，其参与整车企业新产品开发的水平越高；此外，企业所有权属性也显现出对二者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当供应商为内资企业时，其供应链层级对其参与客户新产品开发水平的影响更强。该研究揭示供应链结构对企业创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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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supplier position in auto supply chain on its involvement in the assembler’s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NPD). By using the data of 50 suppliers from supplier network of an assembler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 test the hypotheses and find that the position of supplier in supply chain affect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supplier involves in customer’s NPD significantly. The more downstream supplier is located in supply chain, the higher level it involves in customer’s NPD. Moreover,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domestic supplier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linkage between supplier position in supply chain and level of its involvement in customer’s NPD activities. The study helps managers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supply chain structure for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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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近1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与供应商密切接触并建立交易信息畅通的网络来促进知识共享，不仅可以帮助供应商们重新组织和精准调节它们的运营系统，这些改进反过来也为企业自身提供了巨大的竞争优势，使企业能够凭借高质量在市场上获得较大的产品溢价。这一趋势对于大规模装配产业如汽车产业尤其适合。国内外学者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关系基础理论等深入探讨了供应商网络与采购商学习之间的密切联系[1]，大多数文献认为供应网络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促进作用。通过供应商早期参与新产品开发，企业可以实现更好的产品质量、更短的开发前置时间、更低的产品开发成本和更优的技术战略联盟[2-3]
汽车产业中，欧美系与日系的新产品开发模式不尽相同。对于传统的欧洲和北美汽车制造商而言，新产品开发活动通常发生在企业内部；在日本汽车业中，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则显得更为普遍。通常情况下，供应商根据详细的技术说明，基于同汽车装配商签订的合同来生产部件，然而，当技术开发和客户需求变动越频繁，汽车制造商会越多地把设计、开发和工程技术活动外包，这些活动多发生在零部件和子系统层面[4]。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研究指出，并非所有的供应商都以同样的程度参与新产品开发[5-6]，因为这种活动并非没有成本、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所以需要择而用之。一些研究明确指出，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的水平与其在供应链中的位置有关。供应商越接近供应链下游，就越积极地参与新产品开发[7-8]。例如，早期关于汽车业的调查研究发现，除了组装企业，一级供应商是供应链中最为积极参与新产品开发的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这些一级供应商在汽车业新产品开发资源中的份额几乎翻番，从18%上升到31%[9]。
尽管有上述观点，但却缺少经验研究支持或驳斥产品开发活动与供应商层级相关的命题。更明确一点，也就是说，现有的研究很少去考察这些供应链结构变量与企业特定行为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汽车业中供应商在供应链中的位置如何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参与新产品开发活动。以往的研究曾指出，我国本土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虽然已经融入联合产品开发和先进生产计划活动中，但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10]，那么，它们在大型整车制造商构筑的供应网络中究竟处于怎样的网络层级？它们在供应链上的位置如何影响着其参与整车制造商客户的创新活动如新产品开发？本文将供应商早期参与客户新产品开发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主要标志，以广东省某国有整车企业的供应网络为依据，探讨供应商的网络特征对其参与客户新产品开发的影响，有助于厘清供应商在供应链中的位置对其产品开发活动的意义。从管理视角看，研究结构与战略变量和产品开发活动之间的关系也能提供相关的理解，对于供应链上不同层级的供应商而言，这有助于阐释与客户一起开展产品开发活动的局限性和机会；对于客户企业而言，则有助于厘清它们应当何时、怎样让不同层级的供应商承担产品开发活动。
2  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概念框架尝试解释供应商产品开发活动的前导因素——供应商所在供应链层级的作用方式，以及供应商所有权属性（内资或外资）对供应商层级和参与新产品开发水平二者关系的影响。就本文所针对的研究范围而言，就是开发一个关于新兴市场整车企业新产品开发的供应链结构的分析框架。
 供应链层级
汽车产业中的外包趋势使得制造商高效管理供应商显得更为重要。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汽车组装企业，对直接的一级供应商而言也同样有效，因为这些供应商也正在将越来越多的活动外包[9，11] “供应链层级”一词最早被用于描述日本汽车业和电子业制造商的金字塔形供应链上各种层次[12]。汽车产业的一级供应商根据次一级供应商提供的部件为汽车制造商提供次级装配单元（例如整个座椅或仪表盘），一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三级及更次级供应商在企业规模和客户关系方面明显存在差异[7]。一般认为，层级结构可以简化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物料流和信息流，因为一级供应商协调着二级供应商以及更低层级供应商的活动，这让制造商能够将稀缺的沟通资源都放在最高层级上[8]。
 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
学界对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活动的研究兴趣日益增长，各种研究尝试去测量这种参与的属性和程度[2，13-14]。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供应商在产品开发过程中的活动阶段来表达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活动的水平。供应商在产品开发过程中的活动阶段反映了其对产品规格的影响以及开发活动的类型（例如概念设计vs.详细工艺），用这种方式来定义供应商产品开发活动参与水平，不仅反映出供应商与最终组装企业的合作程度，而且也反映了其技术创新水平。
 供应链层级与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
前期的研究已经证实了产品开发活动是按照供应链结构分布的，如Fujimoto[7]认为一级供应商比二级供应商更倾向于拥有自身的开发能力和工程技术能力，而三级供应商则完全依赖其客户的技术活动；与此类似，Von Corswant等[9]曾经研究发现，在过去的15年中，汽车供应链中二级及更低级供应商在所有产品开发资源中所占的份额明显增长，但与一级供应商相比仍然较低。一级供应商在汽车产业模块设计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具有双重代理身份[15]：一方面履行领导企业的创新要求，另一方面又将这些要求在其供应商运作过程上实施下去[4]，因此更可能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高度参与。
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的基本观点是：供应链上越靠近组装企业（即越靠下游）的供应商在产品开发中越活跃。因此，本研究首先要分析供应商在供应链上的层级。然而，同一层级内的供应商在提供产品方面也可能会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一级供应商。具体而言，一些重要的一级供应商为组装企业提供完整模块，而另一些一级供应商则提供简单的零部件，如紧固件等，这些提供不同产品的供应商在产品开发方面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本文参考Wynstra等[16]的方法，把不同类型的供应商分为以下几个级别：（1）原材料供应商（四级）；（2）简单零部件供应商（三级）；（3）合成部件供应商（二级）；（4）直接供应商（例如紧固件）；（5）系统或模块供应商。因此，尽管直接供应商与系统供应商都是一级供应商，但明显后者被认为是更接近下游的。
此外，低层级供应商也有可能直接面向组装企业销售部分产品，因此本研究将下游位势的概念操作化，明确将其定义为任何向供应链企业的直接销售，由此推及二级供应商、更上游供应商。

因此，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供应商越接近下游，其在客户新产品开发活动中的参与度越高。
 供应商所有权属性的调节作用
在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的过程中，因为制造商通常担心自己的私有信息会被供应商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泄漏给其竞争对手，所以在联合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信息交流比较保守；而供应商担心自己的一些敏感信息或关键技术被制造商了解后，可能会受到制造商要挟。因此，由于这种初始合作的不信任，以及由于不同的企业文化而使得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存在新产品开发方面的合作障碍[17]。信任可以降低交易和协调成本，因而可以推动企业间的创新[18-19]。根据社会学观点，信任的建立需要交易双方顺畅的社会互动[20]。因此，通过培育本土供应商可以减少交易双方的文化差异，便于更好地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供采双方之间的信任，从而缓解合作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从供应商的角度看，接近并与下游客户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是知识创造的重要途径[21]，这一点被新兴经济地区的本土供应商广泛认同。
国际商务领域的研究，从制度环境差异的角度解释了创新合作联盟伙伴的同国别优势，这些研究指出东道国制度环境在合作创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新兴市场中[22-23]，例如，法律规制（如弱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限制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能力。当合作伙伴来自不同的制度环境时，它们通常发现很难确定使技术水平不相同的双方都受保护的契约和所有权要素[24]。因此，在以创新为目标的战略联盟中，来自不同制度环境的跨国联盟比面临同样制度环境的一国内联盟更容易在制度环境面前表现脆弱。在汽车产业中，这就表现为适应本土需求的产品开发必然伴随着本土供应商的更高度参与[25]。
我国汽车行业发展实践也表明了大力培育本土供应商、提供自主零部件配套能力、增强本土供应商创新能力是我国汽车行业战略趋势。以往国内整车厂商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合资，便利了外资企业通过上游零部件配套的纵向一体化而形成对核心技术严格控制的产业链格局[26]。对外资技术的过分依赖阻碍了合资企业的自主创新[27]，为了摆脱这种依赖，国内整车企业纷纷自立门户，开发自主品牌车型，如上汽宝骏、广汽传祺等。同时，在零部件配套方面，国内厂商们也尽可能地使用本土企业提供，并通过让它们在新产品开发阶段参与进来，培育本土供应商，例如，广汽传祺发动机可变长度进气歧管和镁铝合金后副车架的开发，就是与本土供应商共同研发出来，从而实现了对提供相同产品的外资供应商的替代。

因此，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 当供应商为内资企业而不是外资企业时，其处于供应链上的下游位置更容易参与较高水平的新产品开发活动。
3  实证研究及结果
本部分以广东省某整车企业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参与制造企业新产品研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分析供应商在供应链上层级与企业所有权属性对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程度的影响。该整车企业是国有汽车集团与日本大型汽车制造商开展合资经营后开启自主创新的重要组织实体，这一实证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层次了解供应链结构对我国汽车产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影响。
通过小范围实地访谈以及问卷调查，本研究收集了50家供应商企业的数据，这些样本来源于广东省某内资整车企业的零部件供应商企业目录，对该企业采购部人员和工程部相关工作人员的实地访谈帮助我们对这些供应商进行调查和数据收集。50个样本在该整车企业的563家供应商目录中所占比例接近10%。在这些供应商中，13家企业属于零配件（三级）供应商，24家属于直接（二级）供应商，13家属于系统（一级）供应商。调查对象中没有简单零配件（四级）供应商和原材料（五级）供应商。
 变量测度
（1）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活动。我们参考Wynstra等[16]研究瑞典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活动的量表，从中用参与新产品开发活动内容来衡量“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即供应商参与整车企业新产品开发的哪个阶段（1为产品修正，2为工程阶段，3为概念构型，4为前沿技术开发，5为基础研究）。
（2）供应链层级。此变量用供应商在供应链上所处的层级来衡量（1为原材料供应商，2为简单零配件供应商，3为零配件供应商，4为直接供应商，5为系统供应商）
（3）企业所有权属性。此变量数据通过询问供应商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国内资）来获得。由于本研究收集的样本量不大，不适合做分组检验，因此后文将此调节变量调整为2个虚拟变量——是否为内资企业和是否为跨国独资企业进行回归。
3.2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调查收集到的50家供应商企业信息完整，其中有18家外商独资企业（36%）、18家中外合资企业（36%）和14家中国内资企业（28%）。可以看出，该内资整车企业的供应商基地中，外商独资企业与中外合资企业约占70%，而内资企业大部分由于技术水平尚不能完全满足整车配套需求，仅有28%的供应商来自国内。而在各外商独资与合资企业中，日资企业有16家，占样本总数的32%，表明该整车企业的配套与其日本合作伙伴的供应商体系有明显的重叠，能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利用日系零部件企业的供应能力，网络协同效应凸显。
其他供应商在纵向网络中的结构特征和早期参与新车型开发的变量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知，样本企业大多属于该整车企业的系统供应商或直接供应商，2类供应商约占样本总数的75%。这是由于样本企业来自整车企业提供的供应商基地数据，基本上都是与该整车企业有直接联系或短供货路径的供应商，因而层级较高。
表1  样本企业相关信息

请按三线表范式制表（纵向关系）！
	供应商层级
	系统供应商
	直接供应商
	零配件供应商
	简单零配件供应商
	原材料供应商

	样本数/家
	13
	24
	13
	0
	0

	占比/%
	26
	48
	26
	0
	0

	地理位置
	广州同区
	广州不同区
	省内不同市
	同地区不同省
	不同地区

	样本数/家
	3
	20
	6
	0
	21

	占比/%
	6
	40
	12
	0
	42

	与整车企业关系紧密性
	股权联系
	专属供应商
	战略供应商
	常规供应商
	一般供应商

	样本数/家
	7
	1
	33
	9
	0

	占比
	14
	2
	66
	18
	0

	供应商早期参与
	基础研究
	前沿技术开发
	概念构型
	工程阶段
	产品修正

	样本数/%
	1
	7
	20
	18
	4

	占比/%
	2
	14
	40
	36
	8


从表1中地理位置信息可知，省内企业超过样本总企业数的一半（58%），说明地理接近性和产业集聚是汽车产业供应链的重要特征；其他企业均分布于上海、江苏、天津、安徽这些大型汽车产业集群，表明汽车产业配套具有共享性，但却没有同属华南地区而不在广东省的供应商，这标示了汽车产业配套集聚的地理边界。
同样，由于样本企业来自于该整车企业的供应商基地目录，它们与该整车企业之间的关系紧密性处于较高水平，其中：有7家企业跟该整车企业有股权联系（是其参股或控股的合资企业），1家企业专门为其从事生产，33家（66%）企业是其战略供应商，9家企业（18%）是其常规供应商，它们要进入战略供应商目录尚需进一步考察。样本企业中没有与该整车企业仅为一次性交易或一般供货关系的供应商。
 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中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可知，供应商早期参与新产品开发活动与供应商所在供应链的层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其他自变量与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的阶段和水平没有明显的关联；但企业年龄、员工数与内资供应商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表明进入整车企业供应基地的内资供应商大多是经营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企业。
表2   样本企业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主要变量
	均值（标准差）
	ESI
	Tier
	Domestic
	Wholly-owned
	Age
	Employ-ment

	供应商早期参与（ESI）
	2.660(0.895)
	1
	
	
	
	
	

	供应商层级（Tier）
	4.000(0.728)
	0.501***
	1
	
	
	
	

	是否中国内资（Domestic）
	0.280(0.454)
	0.139
	-0.185
	1
	
	
	

	是否外商独资（Wholly-owned）
	0.360(0.485)
	-0.041
	-0.058
	-0.468**
	1
	
	

	企业年龄（Age）
	16.860(10.035)
	0.045
	-0.022
	0.394**
	-0.191
	1
	

	lg员工数（Employment）
	2.896(0.407)
	0.043
	-0.020
	0.296*
	-0.210
	0.387**
	1


注：*、** 、***分别为P <0.05、P <0.01、P <0.001。下同
进一步用分层回归分析来验证，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列出了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t值和95%水平下的置信区间。回归模型1中，只加入了“企业年龄”和“员工数”2个控制变量作为自变量，F值为0.066，调整后的R2=-0.040，表示模型并不显著，2个控制变量系数也不显著，说明“企业年龄”和“员工数”对因变量“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的作用不明显。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主变量“供应商层级”作为自变量，F值为5.258（p <0.01），调整后的R2=0.207，表明模型拟合度达到20.7%，拟合度较好。主变量“供应商层级”的系数0.450为正，并达到显著水平（P<0.001），说明供应商层级越高，其参与核心企业新产品开发的水平越高。假设1得到了验证。
表3  样本企业分层回归分析模型
	自变量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企业年龄（Age）
	0.003(0.207)[-0.025, 0.031]
	0.004(0.299)[-0.021, 0.028]
	-0.002(-0.163)[-0.027, 0.023]
	0.006(0.518)[-0.018, 0.031]

	员工数（Employment）
	0.068(0.195)[-0.630, 0.765]
	0.082(0.272)[-0.527, 0.692]
	-0.087(-0.299)[-0.676, 0.501]
	0.033(0.107)[-0.583, 0.648]

	供应商层级（tier）
	
	0.450***(3.950)[0.221, 0.679]
	0.504***(4.603)[0.283, 0.725]
	0.497***(4.286)[0.263, 0.731]

	中国内资企业（domestic）
	
	
	0.278*(2.264)[0.031, 0.526]
	

	tier×domestic
	
	
	0.234*(2.035)[0.002, 0.465]
	

	外商独资企业（wholly-owned）
	
	
	
	0.046(0.402)[-0.186, 0.279]

	tier×wholly-owned
	
	
	
	-0.185+(-1.695)[-0.405, 0.035]

	F值
	0.066
	5.258**
	5.121**
	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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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0
	0.207
	0.296
	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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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3***
	0.113*
	0.048


注：＋表示P<0.1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调节变量“中国内资企业”及其与主变量“供应商层级”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模型F值为5.121（P <0.01），调整后的R2=0.296，说明模型显著，拟合度达到29.6%，拟合度好；且ΔR2＝0.113（P <0.05）显著，表明调节变量“中国内资供应商”的加入使模型3的拟合度显著提高。交互项的系数0.234为正数，并达到显著水平（P <0.05），表明“中国内资供应商”的调节作用呈正向。也就是说，当供应商为中国内资企业时，供应链上高层级的供应商参与核心企业新产品开发的水平更高。对假设2提供了支持。
模型4在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了“外商独资企业”及其与主变量“供应商层级”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模型F值为3.836（P <0.01），调整后的R2=0.224，可解释22.4%的方差，说明模型显著。“供应商层级”这一主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较强，但调节变量与交互项的系数仅在P <0.1的水平上显著，且交互项系数为负，表明当供应商为外商独资企业时，其在供应链上的层级与参与新产品开发水平之间的关系反而弱化。但模型4相对模型2的ΔR2仅增加了0.048，并未达到显著。因此，供应商是否为外商独资企业对其供应链层级与参与核心企业新产品开发水平之间的关系并无十分明显的调节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供应商在供应链上所处的层级对其参与整车企业新车型开发的阶段和程度有显著的影响，供应商在供应链的位置越靠近下游，在新车型开发过程中的参与阶段越前置，参与的开发技术难度越大。而大多数国内供应商位于整车企业的三级、四级供应商层次上，接触汽车核心技术和系统性产品开发的机会非常之少，但只要成为整车企业的紧密供货商，国内供应商就更可能参与高技术水平的产品开发阶段。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为2点：首先，本文的研究结果印证了汽车业供应链上一级供应商在整车企业新产品开发活动中最为活跃的产业界传统观点，证明了这一理论逻辑仍然可以应用于新兴市场汽车供应链实践。第二，全球生产网络文献认为，在由发达国家大型生产商主导的汽车业全球价值链中，生产网络由模块化的子系统供应商构成，形成由发达国家企业编织的核心技术围栏，发展中国家企业仅仅是以科层型（合资）或准科层型（代工，OEM）治理模式嵌入，被紧紧锁定在核心技术围栏之外。本文对供应链层级和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程度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技术层次是动态变化的，发展中国家供应商可以通过向供应链下游延伸，参与客户新产品开发，逐步掌握在全球价值链上拥有主导权的核心技术。
4.2  实践启示
本文结论的实践启示主要体现在：第一，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接近供应链下游是有效提高零部件配套企业新产品开发参与水平的途径，因此应尽可能将产品往下游延伸，直接接触整车企业。建议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加以引导，例如，政府部门牵头，协调产学研多方共同攻关汽车核心零部件技术；提供政策激励，鼓励国内零部件企业由传统零部件制造向高端、高附加值零部件制造升级，加快形成模块化、系统化供货能力。第二，调节效应的研究结论，一方面说明早期参与新产品开发是国内供应商增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说明已经有国内供应商跻身于参与整车企业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前沿创新活动，为如何摆脱我国汽车产业对外资技术的依赖和实现技术替代指出了新的视角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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